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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长江源区1960~2016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和气象资料，运用线性最小二乘法、Mann-Kendall显著性检验、

Khronostat突变检验软件，分析了长江源区年最大洪峰流量的变化趋势和突变特征，并采用Spearman相关分

析法探讨了洪水极值与极端气候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近57年直门达和沱沱河水文站的年最大洪峰流量

均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变化速率分别为41.20 m3/(s·10a)和0.39 m3/(s·10a)；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不

存在突变现象，沱沱河站在1972和1995年分别发生显著减小和增大突变。长江源区7~9月1日最大降水量和连

续5日最大降水量均呈不显著增加趋势，7~9月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变暖速率分别

为0.36℃/10a和0.32℃/10a。直门达站和沱沱河站的年最大洪峰流量均与其7~9月连续5日最大降水量显著相

关，在直门达站还与7~9月极端最高气温显著负相关，沱沱河站则与7~9月极端最低气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研究成果可为长江源区水资源管理和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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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nual maximum peak discharge (AMPD) series a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data from 
1960 to 2016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SRYR), the trend and mu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MPD were analyzed by using linear least squares method, Mann-Kendall significance test and 
Khronostat software.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AMPD and extreme climate indices were 
explored by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PD at the Chumda and 
Tuotuohe hydrological station exhibit non-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past 57 years, with an in-
crease rate of 41.20 and 0.39 m3/(s·10a), respectively. There is no abrupt change in the AMPD series at 
Chumda hydrological station, however, an abrupt decrease and increase occurred in 1972 and 1995 at 
the Tuotuohe hydrological station, respectively. The Max 1-day precipitation and the Max 5-day precipi-
tation in July-September for the SRYR exhibit non-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However, the maximum 
value of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the minimum value of daily minimum temperature in Ju-
ly-September for the SRYR exhibit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with an increase rate of 0.32˚C and 
0.36˚C/10a, respectively. The AMPD at both station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Max 5-day preci-
pitation in July-September. In addition, the AMPD at the Chumda hydrological st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
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aximum value of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in July-September, whi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MPD and the minimum value of daily minimum 
temperature in July-September at Tuotuohe hydrological st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prevention/mitigation policies in the SR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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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气候系统的异常变化改变了水文循环，导致极端水文事件(如干旱、洪涝等)的时空特征发生明显变化，

对生态健康、水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威胁。近年来，我国洪涝事件的发生概率、频率和强度均呈增加

趋势，未来洪涝灾害的强度和影响范围仍呈上升趋势[1]。长江源区深处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和生态保护区，也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2] [3]。受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源区水文过

程发生明显变化[4] [5] [6]。源区径流变化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特征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7] [8]，然而，前人研究

多集中在径流平均值方面，缺乏径流极值的变化特征研究。因此，本文基于长江源区实测最大洪峰流量序列和

气象观测数据，运用线性回归、Mann-Kendall 显著性检验和 Khronostat 突变检验程序分析序列的时间变化特征，

并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探讨了洪水极值与极端降水和极端气温指数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源区水资源管理和

防灾减灾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洪水资料为直门达和沱沱河水文站 1960~2016 年的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数据来源于青海省水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1.10302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长江源区年最大洪峰与极端气候的关系分析 
 

 

DOI: 10.12677/jwrr.2021.103028 263 水资源研究 
 

文水资源勘测局和长江流域水文资料(金沙江区)。气象资料为源区 5 个气象站的逐日降水和气温序列，降水资料

来源于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V3.0) (http://data.cma.cn/)；气温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

制的逐日均一化气温数据集(CHTM 3.0) [9]，时间序列为 1960~2013 年，本文根据气候日值资料数据集(V3.0)将
序列延长至 2016 年，并重新进行均一性检验。长江源区位置和站点分布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tations 
图 1. 长江源区地理位置和站点分布图 

2.2. 研究方法 

2.2.1. 气象数据质量控制 
原始气象资料已经过简单的质量控制，但气象站迁址、仪器更换等非气候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数据序列存

在非均一性，造成分析结果不能真实的反映气候变化的情况[10]，并给洪涝事件的归因带来困难，因此在使用地

面气象资料前，对其进行均一性检验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逐日气温序列的均一性检验采用 RHtests V4 软件包，

逐日降水序列则采用 RHtests_dlyPrcp 检验，具体步骤参看文献[11]。检验结果表明，各站点 1960~2016 年逐日

气温、逐日降水序列均不存在显著断点，因此认为本文采用的气温和降水序列不存在非均一性，无需订正。 

2.2.2. 极端气候选取 
为了分析洪水极值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变化检测与极端气候事件指标专家

组”(ETCCDI)定义的极端气候事件核心指数中，选取了 4 个极端气候指数：1 日最大降水量(RX1day)、连续 5
日最大降水量(RX5day)、极端最高气温(TXx)和极端最低气温(TNn)，均采用 RClimDex 1.1 程序计算[12]。考虑

长江源区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集中在 7~9 月[13]，各极端指数均取 7~9 月的相应值。长江源极端指数的区域值

采用泰森多边形法计算，沱沱河流域则采用沱沱河气象站数据。 

2.2.3. 统计分析方法 
洪峰极值和极端气候指数的变化趋势均采用 RClimDex 建议的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各要素的时间变化曲

线采用局部加权回归法(Loess)拟合，参数 span 取值越大则曲线越平滑，本文取 span = 0.35 (约 20 年)能较好的表

达各要素的总体变化趋势。趋势的统计显著性采用 Mann-Kendall (M-K)检验，该方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

其优点是样本不需要服从一定的分布，并受异常值的影响小，因此常用于评价极端气候水文要素时间序列趋势

的显著性。M-K 检验的标准统计参数 Z 为正值(负值)，表示趋势为增加(减少)趋势；当|Z| > 1.96 时，表示通过

0.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Z| ≤ 1.96 表示变化趋势在统计上不显著。突变检验采用法国发展研究所开发的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1.10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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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ronostat 1.0.1 程序[14]，本文选择程序中的 Lee & Heghinian 法、Buishand 法和 Hubert 分割法进行突变分析。

相关性分析则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和双尾 t 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年最大洪峰流量趋势变化特征 

长江源区直门达站和沱沱河站的 1960~2016 年的年最大洪峰流量变化如图 2 所示，相关统计参数如表 1 所

示。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在 846~3860 m3/s 之间变化，极大值出现在 1989 年。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在

74.1~750 m3/s 之间，极大值出现在 1966 年；两站最大洪峰流量极小值均出现在 1979 年。 
 

 
(a) 直门达站                                               (b) 沱沱河站 

Figure 2. The curves of the annual maximum peak discharge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图 2. 长江源区年最大洪峰流量变化曲线 
  

对直门达和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1960~2016 年两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均呈

不显著增加趋势(P > 0.05)。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总体趋势率为 41.20 m3/(s·10a)，年际变化呈明显波动特

征，如图 2(a)所示，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为相对低值期，60 年代初、80 年代末以及 2010 年前

后为高值期。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在研究期内以 0.39 m3/(s·10a)的速率总体微弱增加，但阶段变化特征明

显，如图 2(b)所示，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减少趋势明显，之后呈持续增加，至 2010 年前后转呈

减小趋势。 
 
Table 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annual maximum peak discharge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表 1. 长江源区年最大洪峰流量统计特征表 

站名 极大值(m3/s) 极小值(m3/s) 趋势率[m3/(s·10a)] 统计量 Z 

直门达 3860 846 41.2 0.61 

沱沱河 750 74.1 0.39 0.63 

3.2. 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突变分析 

1960~2016 年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突变检验如图 3 所示。Lee & Heghinian 法检验结果显示，其概

率密度最大值为 0.056，出现在 2004 年，但历年概率密度值差异并不明显，且不符合单峰或双峰分布(图 3(a))；
Buishand 法检验结果显示，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在 2004 年的增加变化并不显著(图 3(b))；Hubert 分割法也

未检测出序列的显著突变点；因此认为，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在 1960~2016 年不存在突变现象。褚茜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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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研究也显示，直门达站径流极值在 1978~2009 年未出现突变。然而，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直门达站平均径

流在 2004 年存在显著增多突变[8]，这说明极端径流和平均径流的突变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a) Lee & Heghinian 检验法                                       (b) Buishand 检验法 

Figure 3. Abrupt change analysis for the annual maximum peak discharge at the Chumad hydrological station 
图 3. 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突变检验图 
 

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序列突变检验如图 4 所示。Lee & Heghinian 法检测出历年概率密度呈双峰分布，峰值

区分别位于 1966年和 1995年前后(图 4(a))；Buishand法则显示 1972和 1995年为显著突变年(图 4(b))。采用Hubert
分割法检验，当序列仅考虑一个最显著的突变点时为 1966 年；当考虑两个突变点时，为 1972 和 1995 年。由此

可知，不同方法的突变检测结果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为了查清 1960~2016 年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流量的突变特征，将序列分为两个子序列：1960~1995 年和

1973~2016 年。对子序列分别采用 Lee & Heghinian 法、Buishand 法和 Hubert 分割法再次检验，三种方法均显示

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在 1972 年发生显著减小突变，1995 发生显著增大突变(图略)。这与沱沱河站平均径流

在 2004 和 2007 年发生突变[15]的结论有所不同，说明沱沱河站年径流极值和平均值的突变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

别。 
 

 
(a) Lee & Heghinian 检验法                                      (b) Buishand 检验法 

Figure 4. Abrupt change analysis for the annual maximum peak discharge at the Tuotuohe hydrological station 
图 4. 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流量突变检验图 

3.3. 极端气候指数相关分析 

图 5 为长江源区 7~9 月 1 日最大降水量(RX1day)与连续 5 日最大降水量(RX5day)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1960~2016 年源区 7~9 月 RX1day 和 RX5day 总体上均呈不显著增加趋势，趋势率分别为 0.29 mm/10a 和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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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10a。RX1day 的历史高值主要分布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低值期为 20 世纪 90 年代，近 10 余年来变化相对平

缓(图 5(a))。RX5day 则呈较明显的波动变化特征，峰值期位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和 2000s 末期，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9 年前后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其后呈下降趋势(图 5(b))。 

图 6 为沱沱河站 7~9 月 1 日最大降水量(RX1day)与连续 5 日最大降水量(RX5day)的变化曲线。由图可知，

1960~2016 年沱沱河 7~9 月 RX1day 呈不显著减小趋势，趋势率为−0.25 mm/10a，历史高值主要分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前，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前总体呈减小趋势，其后呈增加趋势(图 6(a))。7~9 月 RX5day 波动变化

特征与源区基本一致，但总体呈不显著减小趋势，趋势率为−0.21 mm/10a (图 6(b))。 
 

 
(a) 1 日最大降水量                                          (b) 连续 5 日最大降水量 

Figure 5. The curves of the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dice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图 5. 长江源区 7~9 月极端降水指数变化曲线 
 

 
(a) 1 日最大降水量                                          (b) 连续 5 日最大降水量 

Figure 6. The curves of the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dice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the Tuotuohe station 
图 6. 沱沱河站 7~9 月极端降水指数变化曲线 
 

长江源区和沱沱河站 7~9 月极端最高气温(TXx)、极端最低气温(TNn)变化曲线如图 7 和图 8 所示。可以看

出，长江源区 7~9 月 TNn 的增暖速率较其 TXx 略快，年际变化也存在明显差异。源区 TXx 总体呈波动上升趋

势，增暖速率 0.32℃/10a (P < 0.05)，21 世纪以来先降后升(图 7(a))。TNn 升幅达 0.36℃/10a (P < 0.01)，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总体呈下降趋势，其后快速升温，2010 年以来略有降低(图 7(b))。沱沱河站 7~9 月

TXx 和 TNn 的增暖速率分别为 0.19℃/10a (P > 0.10)和 0.33℃/10a (P < 0.05)，其年际变化特征与源区基本一致，

但总体升温幅度较长江源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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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极端最高气温                                             (b) 极端最低气温 

Figure 7. The curves of the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图 7. 长江源区 7~9 月极端气温指数变化曲线 
 

 
(a) 极端最高气温                                             (b) 极端最低气温 

Figure 8. The curves of the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the Tuotuohe station  
图 8. 沱沱河站 7~9 月极端气温指数变化曲线 
 

源区年最大洪峰流量与 7~9 月极端气候指数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由表可知，直门达站和沱沱河站的年最

大洪峰流量与其 7~9 月 RX5day 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 7~9 月 RX1day 相关性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

两站的年最大洪峰流量与其 7~9 月极端最高温(TXx)均呈负相关关系，且在直门达站通过 0.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可能是由于气温上升使得冰雪融化和冻土解冻提前，进而改变源区年内径流分布，导致多发于夏季汛期的洪峰

极值有所减小[16]。同时，长江源区极端洪水还受多年冻土活动层和陆面生态系统变化的综合影响[4]。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annual maximum peak discharge and the extreme climate indices from July to Septem-
ber 
表 2. 年最大洪峰流量与 7~9 月极端气候指数相关系数 

站名 RX1day RX5day TXx TNn 

直门达 0.20 0.47** −0.37** 0.23 

沱沱河 0.21 0.28* −0.03 0.44**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 0.01 和 0.05 显著性水平检验。 
 

两站点的年最大洪峰流量与 7~9 月 TNn 均呈正相关关系，但仅在沱沱河站显著相关。前人研究表明，沱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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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站平均降水的增加趋势并不显著，但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5]，尽管沱沱河流域的降水对径流贡献最大，但

气温上升导致的冰雪融水也是径流增加的重要原因，1990s 径流增加量的 2/3 都来源于冰雪融水[17]。在源区冬

克玛底河流域，冰川融水甚至贡献了 1966~2015 年径流增加量的 75% [18]。由于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上升的不

对称特征，其对径流变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分析认为，沱沱河流域的径流极值不仅受极端降水的显著影响，

还与极端最低气温存在密切关系。 

4. 结论 

1) 1960~2016 年直门达站和沱沱河站的年最大洪峰流量总体均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倾向率分别为 41.20 
m3/(s·10a)和 0.39 m3/(s·10a)；直门达站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不存在突变现象，沱沱河站在 1972 年和 1995 年分别

发生显著减小和增大突变。 
2) 长江源区 7~9 月 1 日最大降水量(RX1day)和连续 5 日最大降水量(RX5day)均为不显著增加趋势，倾向率

分别为 0.29 mm/10a 和 0.67 mm/10a。7~9 月极端最高气温(TXx)和极端最低气温(TNn)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变暖

速率分别为 0.32℃/10a 和 0.36℃/10a。 
3) 直门达站和沱沱河站年最大洪峰流量与 7-9 月连续 5 日最大降水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直门达站年

最大洪峰流量与 7~9 月极端最高气温显著负相关，沱沱河站则与 7~9 月极端最低气温显著正相关。极端气候对

源区洪水极值的影响过程十分复杂，本文初步探讨了其相关关系，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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